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法论意蕴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袁年兴
如何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成功经验，为中国民族学研究提供必要的路径导向、

方法指引和理论支撑？这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核心话语之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强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

往交流交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深入挖

掘和凝练其中的历史内涵和理论价值，不仅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清晰的理论路

径，而且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1“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法论内涵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所以具有方法论意义，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民族工作的历史内

涵紧密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切民族工作都紧紧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和

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奋斗目标展开。1928 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

问题的决议案》，强调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少数民族群众的要求，“反对民族间一切歧

视不平等的待遇”。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其中蕴含着

“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政治理念。如，红二十五军赠予宁夏西吉县兴隆

镇陕义堂清真寺“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匾，广西右江瑶族、壮族、苗族群众及琼中黎族

群众传唱至今的红色歌谣等，无数红色遗产见证了各族人民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深度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法论意义，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工

作组织原则与行为原则。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唤醒个体的“人民”意识来激活中华民族的自

觉意识，这既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路径，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

和全国人民取得最终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

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近代以来

各族人民“保家卫国”的实践摆脱了无序的自发状态，并演变为一种基于中华民族认同的社

会忠诚，而且带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革命。也正是这种社会忠诚和价值革命，促进

各族人民在血与火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谱写伟大革命的壮丽篇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

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充分体现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内涵。1952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三十五条规定，“克

服各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

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

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互渗透，为各民族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构筑了可靠的制度平台，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广大人民群众满怀激情，欢欣鼓舞地投身

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法论意义体现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的社会实践智慧。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贫困的边疆地区或山区，各

民族之间在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受到较大程度的制约。改革开放后，民族工作的

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



加快发展，而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

理。2022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推动各族群众逐步实现在空

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明确了

路径遵循。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2“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法论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

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核心话语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理论价值，对于

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方法论意义，不仅在于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根基，而且为我

们的价值肯定和理论自信提供了源头活水。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至关重要

的法宝。人民作为共同体的原型，代表一个国家的全体社会成员，并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具

有正确性和典范性，这为个体的自我归类提供了共同的、具有相似性的特定品质。中国共产

党赋予“人民”丰富的政治内涵、价值伦理和规范体系，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紧密

联结的政治基础。在这样的共同体里，各族人民以共同的政治目标为纽带而联结起来，每一

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现实的共同体之中，尤其是在政治共同体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既坚定了各族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信心和决心，也从现实层面回答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根本性问题。

其次，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了基于共同价值认同的团结机制。可以明确，民族共同体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个体行动的

集合体，共同的规范和价值与个体的自我认同以及“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认知问题

紧密相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

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

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

步”。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是特定时空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精神追求和现实诉求，有助于推动个体从自我的意义根基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最高层次的

政治象征，是比个体更充分、更实质性的体现，具有重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功能，这也从现

实层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重要性问题。

第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实践智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循序

渐进的基本法则。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各族人民经历了政治交融、文化交融、经济交融以

及心理交融不断深化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互动特征，并把不同的社

会力量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场域，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循序渐进的基本法则意味着既需要坚持政治认同的核心地位，还需要巩固经济层面的物质基

础作用以及文化层面的心理互嵌功能，同时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价值理念在精神家园建设中的

引领作用。

最后，百年历史经验还揭示了“道路”的选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基石作

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必须牢牢

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基层民主活力增强，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

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得到全面贯彻，人权得到更好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在国家与个体之间构建起了一种立体性的政治传输路径，充分体

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优势，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



交流、深度交融提供了道路保障和制度保障，这也从民族工作层面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重要性问题。

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法论指向

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方法论意蕴，构建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

的新范式和新格局，应成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种新取向。

一是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深入挖掘和凝练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智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基于本土经验的学术基石。中国

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智慧，既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各族人

民的理性选择，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挖掘和凝练各族人民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智慧，不仅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主体性、

反思性和能动性，而且有助于检验西方经典理论与我国本土存在的偏差，揭示其理论的局限

性，进而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二是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在对象层面向复杂

社会结构、动态因果机制等纵深领域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全体人民的整体社会福祉。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要求聚焦于社会结构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推拉动力，探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因素

及其作用机制，为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提供可

行性路径。这也进一步要求分析经济、制度、社会环境等因素如何在不同层面对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形成动力作用，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探索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科学路径，集中

分析社会结构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次影响。

三是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为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提供科学的

学理支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涉及历史、文化、

经济、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的相遇、碰撞和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要求客观认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正视民族关系客观存在、具有普遍性复杂

性以及当前中国民族工作面临的特殊情况、特殊问题，同时还需要以新时代的制度优势为现

实根基，通过宏观性和全局性的实证分析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系统性阐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逻辑、道路逻辑、制度逻辑以及法治化逻辑，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充分的经验研究支持。

四是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学

科本质。从学科起源上来讲，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属于一门以研究“异文化”

为起点的学科。在早期对“他者”的描述中，西方民族学不是维护人之价值和尊严，相反却

成了西方世界发动战争、四处掠夺以及进行殖民统治的知识基础。尽管后来后现代主义思潮

对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并没有改变深陷其中二元对立的伦理缺陷。中国经验表明，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从学科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有助于把文化的多样性纳入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突出“人”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在文化实践中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西方民族学“自我”

与“他者”二元对立的主体问题。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加强提炼和总结中

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工作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新时代中国民族学作为

一门为“人民”谋福祉的学科的本质。


